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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中国青年，延安穿军衣，吃小

米，住窑洞，为什么你爱延安？”

“延安像‘名山’，延安像‘西天’，虔

诚的青年，都想来‘朝拜’，都想来取得

‘经典’。”

诗人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用

诗的语言讲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

“朝圣”延安的时代潮流和心路历程。在中

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年知

识分子排除艰难险阻，投奔偏僻贫瘠的延

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移

动现象”？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

——革命圣地召唤着知识青年

1936年 11月，陕北已是冰天雪地。作
家丁玲来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

安。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成名。1933
年 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宋庆龄、
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

士的营救下，于 1936年 9月出狱。丁玲出狱
后，立即逃离南京，成为第一位来到延安的

著名作家。毛泽东专门为她写了一首《临江

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

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

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

泽东赠予现代作家的唯一词作。

丁玲之后，艾思奇、周扬、何其芳、卞之

琳、范文澜、陈学昭等众多知识分子从国统

区来到陕甘宁边区，来到延安。

延安原本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小

镇，中共中央落脚后苦心经营，陕北的面貌

焕然一新。1936年第一个正式到达陕北采
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

道：“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

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入苏区以后就没

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

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

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

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

是违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

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

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

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

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

有各种保险。”作家丁玲在 1937年撰写的
《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她从南京来延

安的路上，看到国民党达官贵人醉生梦死，

看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民乞丐。

正像斯诺、丁玲所说，积贫积弱的中国

大地，出现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是贪

官多、难民多、乞丐多、伤兵多、黑市多、妓

女多⋯⋯贫穷，污秽，灰暗；一边是，“一没

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

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

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

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

财”。朝气蓬勃的延安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

态和鲜明形象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

日寇铁蹄践踏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空

前的危机。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和

流亡学生，看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民族

危亡之希望，纷纷涌向延安。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

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诗人何其芳说。

“上延安！”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大政

治景观。

1938年秋天，国民党政府秘密颁布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西安去延安的路

上设置了许多关卡，依然挡不住“上延安”

的知识分子。

上延安！从西安到延安，大多数人是徒

步去的。这一路，走一山来又一山，山山不

断；过一岭来又一岭，岭岭重重，得走十几

天。这一路，山高路险，还得突破一个关卡

又一个关卡，应对种种盘查、刁难及危险。

上延安！诗人艾青把自己扮成国民党

的高参，作家严辰的夫人逯斐扮作高参的

夫人，严辰扮作秘书，作家罗烽扮成勤务

兵，画家张仃扮作随员，一路上经过国民党

的四十七道检查哨卡，终于踏进边区的土

地。张汀兴奋得不能自已，像个孩子一样，

倒在地上打起滚来，放声大笑，又匍匐着，

捧起边区的一把黄土，深情地放在鼻子下

闻呀闻呀，他仰起脖子，摇着一头乌黑的长

发大声朗诵：“啊！母亲，我的母亲！”

上延安！音乐家冼星海在抗战大后方

武汉看到，周围许多人“报报到，说说笑，看

看报，胡闹胡闹，睡睡觉”，天天就这样混日

子。他十分苦恼：“渐渐，我无法创作，我渴

望一个能给我写曲的地方。”这时，红色延

安向冼星海招手了。“延安这个名字，我是

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

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

生的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但那

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我注意他

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打听延安的

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

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是

否有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

是有的；我又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

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1938年冬天，冼
星海来到了延安。

上延安！“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

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

相约”。曾经参加辛亥革命任革命军第一军

团秘书的汪雨相夫妇，带着六个儿子一个

女儿，加上儿媳、女婿一共 28人，1937年奔
赴延安。国民党元老李锡九的女儿李之光

和她的四个女儿，分别到了延安，李之光在

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担任院长。四川万

县的青年教师熊道柄率领妻子、堂弟、侄儿

等 7人，一路走到延安⋯⋯
“天下人心归延安”的情景，正如柯仲

平写的那样：“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

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

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

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许多青年

知识分子舍弃安逸的生活，一路跋涉，一路

风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加入革命

队伍。到抗战后期，全国各地汇集到陕甘宁

边区的知识分子总共有 4万多人。
1939年 3月，在纪念五四运动 20周年

之际，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西北青年救国联

合会向全国青年团体提议，每年的 5月 4日
为中国青年节。延安青年的倡议得到了国

民党政府的认可，遂将 5月 4日定为“中国
青年节”。不久，国民党就后悔了，他们看到

全国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学习五四精神，都

跑到延安去了——这样的节日“很危险”。

后来，国民党政府将青年节由 5月 4日改为
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烈士殉难

纪念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

——知识青年在延安受到礼遇与器重

在列强横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中

国，中共中央苦心经营着陕北这片土地。毛

泽东说，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做得比全国都

好，不但成为抗战的堡垒，而且要成为模范

的抗战堡垒”，“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

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边区的作用，就在

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

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

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

的意义与作用。”

在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在延安的山沟

沟里，中国共产党办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军

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

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

等 20余所窑洞大学，安排知识分子，招收
青年学生。把一大群知识分子“养”起来，足

见共产党人的深谋远虑与宽阔胸怀。

1938年年底，刚到延安的作家陈荒煤
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除夕，革命同志一

起过年，一起唱歌。他看见毛泽东站起来，

欢喜亲切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

乐！”陈荒煤的泪水一下子就止不住了。他

说：“到了延安，我觉得我这个 25岁的小老
头恢复了青春。蔚蓝色的天空，到处飞扬着

红旗、《国际歌》声，处处听到亲切的‘同志’

称呼；不论是首长或将领、学生或士兵，都

是一身灰色军装，似乎是总有人日夜不停

地歌唱⋯⋯一切的一切，我都感到亲切而

又陌生，我经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声“同志”，一片新天。在延安，战士、

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儿童团员，或荷锄种

田，或背枪打仗，或读书学习⋯⋯都是同志

与同志、赤子与赤子的关系。

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住的是窑洞，小

米饭有时也吃不饱。许多同志的被褥被知

识分子戏称为“甲由申”：甲——盖住了上

半身，露出下半身；由——盖住下半身，露

出上半身；申——盖住中间的肚子，上面下

面都露出来。漫长的冬季几乎没有地方洗

澡，身上生了虱子，革命者称之为“革命

虫”“抗战虫”。生活尽管艰苦，但延安有灿

烂明天的最可信的音讯。

1939年 12月 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
起草《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指

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

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

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

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

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

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说：“抢夺知识分

子是抗战中的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

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

下。”陈云用“抢夺”一词，来说明中国共产

党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

延安党政军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陕

甘宁边区 1939年颁发的《各机关津贴标
准》将机关工作人员的津贴划分为五级，最

高的一级，5元，发给中央领导及各部门局
长以上干部，中央领导张闻天、毛泽东都是

5元；营团级 4元，连级 3元，排级 2元，最低
的五级是 1元，发给勤杂人员和战士。
延安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医

生、技术人员等）的待遇明显高出党政军系

统。《萧军日记》1940年 9月 26日记载了延
安知识分子待遇的几个等级：“甲等：每月

12元，不做正常工作。乙等：8元。丙等：6
元。工作人员：4元。”鲁迅艺术学院教员一
律 12元，助教 6元——助教的津贴比中央
领导人还高 1元。鲁艺美术系的丁里回忆：
“党中央对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文化人，真是

优礼有加，从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都是

破格地对待⋯⋯这一切，使我们非常感奋，

我们都是尽我所能地投入工作，以报答党

对我们的希望和器重。”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吸引青年知

识分子，优良作风和牺牲精神感召青年知

识分子，宽阔的胸怀、优厚的待遇接纳青年

知识分子。

陈云在 1942年元旦中共中央新年团
拜会上感叹地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

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 1932
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

讲 6天，学生也只有 6个。今天我们抗大就
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鲁艺、党校，在

延安就有 1万多个学生。1万个跟 6个比一
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说 10年以来，人心
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

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

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

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

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

有工程师，有一个 75岁的老头子也来了。”
最后，他用 12个字概括共产党的用人政
策：“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

得好；第四，爱护人。”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毛泽东在

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得更加形象生

动：“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

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

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

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

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

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

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

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

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

知识分子⋯⋯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

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

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

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

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

敬他们。”

革命的熔炉

——“洋包子”与“土包子”打成一片

作曲家冼星海到延安时的心理是：“我

就抱着试探的心，启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

意时再出来。”

对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定

下“来去自由”的政策：“来则欢迎，去则欢

送，再来再欢迎”。也有不适应延安生活的

同志，不久又离开了，何穆与陈学昭夫妇就

是一个例子。

1938年 8月，何穆和陈学昭夫妇来到
延安。何穆是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分配到

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留学法国并

获文学博士学位，是著名作家，她被安排到

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两个人到延安后，

工作积极性很高，竭力把自己的一技之长

贡献给革命事业。可是日子一长，矛盾出现

了。何穆是科班出身，工作认真，认为延安

医疗界一些人有游击习气，他提出的正规

化医院建设的建议，因为战争环境、敌人封

锁而没有被采纳，他一时觉得工作被掣肘，

不能发挥个人的作用，萌生了重回国统区

的念头；陈学昭也因为生活上的不适，愿意

跟丈夫一起离开延安。离开延安前，李富春

代表中央为何穆夫妇送行，他叮嘱何穆，回

到重庆后，有困难就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联系，并郑重表示，若愿意回来，一如既往

地热烈欢迎。何穆夫妇于 1939年 1月离开
了延安，回到重庆开了一家私人诊所，面对

昂贵的物价、特务的盯梢、黑社会的勒索，

日子过得艰难，以致他们的男孩患病后因

经济拮据不能及时治疗而夭折。他们想：连

一个医生的孩子都因为无钱医治而死，这

样的社会有什么可取之处？经过重庆与延

安的反复对比，何穆夫妇于 1940年 12月重
返延安，两个人都在 1945年入党。

1938年 3月，萧军到达延安。毛泽东想
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派秘书和

培元前去问候，和培元热情地为萧军安排

时间与毛泽东见面。萧军一点不领情：“我

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路过，住不了

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

毛泽东毫不见怪，亲自上门拜访。萧军

1940年第二次到延安后，是毛泽东的座上
宾。萧军在工作中与一些作家产生矛盾，对

延安的一些现象也看不惯，他性格炽烈，一

次与人吵架时竟然拿出了刀子，还几次提

出离开延安。毛泽东多次与萧军谈心，还写

信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因过去同你

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

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

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

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

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

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

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

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

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

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

再谈一回。”萧军在延安感受到共产党人对

党外文化人的真诚与包容，不再嚷嚷着离

开延安。

青年知识分子来到陕甘宁边区，毕竟

是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这里有着与国统

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许多刚到的知识分

子面临着不适应、与军民融合不到一起的

问题。同时，中共党内军内的一些同志还对

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瞧不起

知识分子，有的不信任知识分子，有的不愿

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毛泽东在《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批评一些同志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

如何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明确要求：“一

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

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

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

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

党。”“切实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

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的知识分子化和知

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这

些要求，体现了把知识分子纳入党的体制、

改善党的结构的战略思考。

“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

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

东发动的延安整风以及下功夫召开的延安

文艺座谈会，是“工农的知识分子化”“知识

分子的工农群众化”以及打造一支“有文化

的军队”的重大举措。

中央出版局翻译和出版了大批马列著

作，中宣部编印的《整风文献》规定了 22个
必读文件，引导青年知识分子掌握马列主

义的立场观点。在鲁艺教书的诗人卞之琳

说：“跑来延安的四方青年，对于新知识也

如饥似渴，不限于在抗大、陕公等院校学习

的，大家都经常人手一册科学社会主义经

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

新阶段》等⋯⋯我自己当时未及而立之年，

在这种读书浪潮里泡了一阵，也初窥了辩

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径，使我

日后在自我检验所作所为和明辨周围事态

是非真伪当中，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一生受用不尽。”

唯物辩证法、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

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理论联系实际、工农

兵等词汇携带着崭新的世界观方法论进入

知识青年的头脑。

鲁艺实验剧团演员孙铮是“宰相府走

出的大小姐”，1943年 7月辗转来到延安。
在学习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

还有一种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情：事

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

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

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十分新奇。孙铮的父

亲孙泽余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

品；叔父孙泽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

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是雍正王朝军机大

臣张廷玉之后。在孙铮的记忆中，孙氏大家

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

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面对批评和自

我批评，她感受到一股荡涤灵魂的清风。她

毅然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

机会。她说：“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

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

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词语就这样携带着

方法论进入一个人的头脑，掀起头脑风暴，

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

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生产劳动，教育与

生产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改

变了一些知识分子“多空文而少实用”的空

谈习气，他们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也

加深了。画家张汀说：“整风以后，都觉悟到

在窑洞里表现工农是不行了⋯⋯现在需要

真正面向工农兵了，和实际生活结合——

下乡去。”作家吴伯箫离开延安时说：“从延

安出来，人们第一个记得‘为人民服务’。”

同时，工农兵从知识分子身上学到了

文化知识与科学精神。在延安，知识分子上

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习惯在机关和部队逐

渐流行开来。延安不生产笔，所有的笔都是

带进来的。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录》中

说：“人们把老掉牙的钢笔插在衣袋里，只

要能弄到手，即使他们不会写字，也要把钢

笔插起来，这是他们视为现代文明的标

志。”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样子，从延安

知识分子那里时兴，后来流行到工农兵当

中，流行全国。

陕北的“土包子”与外来的“洋包子”结

合起来的生动画面，令毛泽东格外高兴，他

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说：“从前躲飞机也不

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

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
国、治党、治军

——反帝反封建队伍中有知识青
年组成的一支军队

1939年 12月，毛泽东参加纪念“一二
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他环顾会场，脱口而

出：“满堂青年，朝气蓬勃。”“朝气蓬勃”这

个词由此诞生。

青年是朝气蓬勃的，延安是朝气蓬勃

的，所有革命者都是朝气蓬勃的。

毛泽东说：“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

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

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

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朝气

蓬勃的延安成为知识青年干事业的广阔

舞台。

毛泽东带着年轻的胡乔木编写了“党

书”——《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和

《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胡乔木

1937年到延安，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博
古等一群知识青年把《解放日报》办成了具

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党

报；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师从日本著名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王学文 1937
年到延安，翻译了《政治经济学论丛》《政治

经济学大纲（初稿）》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著作，还参与了解放区财政经济政策

的制定工作。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工程师华

寿俊造出马兰纸，基本满足了边区出版、办

公、学习和生活用纸需求⋯⋯

冼星海说：“为学习浪潮所推动，我也

学习理论，最初只限于与音乐有关的东西，

后来知道还不行，我就也来一个学习社会

科学的计划。我看了一些入门书之后，觉得

不至于落在人后了。但慢慢发生了兴趣，我

竟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

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生

活即安定，也无干涉和拘束，我就开始写大

的东西。”经过马列主义的洗礼，冼星海创

作了《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

合唱》等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特别是《黄

河大合唱》，包含天地元气，表现了中华民

族顽强奋斗的精神，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打

天下坐天下的力量及信念。这样的作品，国

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写不出来。

1940年初春，范文澜教授历经险阻抵
达延安，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

室主任。毛泽东交给范文澜一件任务：编出

一本中国通史。范文澜从 1940年 8月开始
写作，到 1941年 5月撰写出《中国通史简
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十国部分），25万字。
如此速度，除了范文澜娴熟于传统经史以

外，还得力于他熟练地运用崭新的科学历

史观分析问题，以及来到延安后受到的教

育和鼓舞。1941年 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
册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编写出的第一

部中国通史。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党在延

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

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

出了科学的著作。

“我把自己/投进你的光圈里/我看见
每个人头上/都照着同样的光圈。”词作家
公木说：“我居然同小我八岁的郑律成同志

动手写起《八路军军歌》来，写了就唱起来，

既无人授命，也不曾送审，这是多么充分的

创作自由心态的表现啊！”他和郑律成合作

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行曲》，成为人民军队的军歌。

民歌、秧歌、剪纸等向来都是自生自

灭，这些从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延安

被升华到文化艺术的高度。《兄妹开荒》

《拥军花鼓》⋯⋯历史上许多不入诗入歌

入画、不能上舞台的人和事被文艺家写进

了作品。前人装不进去的东西，被新的时代

装进去了。

一部《黄河大合唱》，唱出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一部《白毛女》，彰显出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的事实。孙犁的《荷花淀》、周立波的《暴风

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真

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闹革命求解放的历史画卷，预示着一个人

民当家作主人的新社会即将诞生。

见证延安文艺革命的萧军说：“子孙们

向我们发问，日本鬼子是怎样被打败的？中

华民族怎么艰难地从屈辱中跋涉过来？我

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告诉他们：请读一读延

安文艺！”

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实践在青年知识

分子面前打开一个崭新的空间。融入延安

的知识青年深度参与了 20世纪中国革命
史和社会发展史。

“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

政治仗；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

为艺术光。”这是朱德总司令为鲁艺“抗战

五年来殉难校友追悼大会”书写的挽联，更

是对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高度

颂扬。

知识青年在延安，参加党，参加军队，

参加政府，改变了革命队伍的面貌，为新中

国的诞生，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建构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毛泽东在《青年运

动的方向》中所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

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

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

那些年，青年流行“上延安”

2019年 10月20日，陕西延安，宝塔山的灯光秀。 视觉中国供图

1938年的作家丁玲。

视觉中国供图

1940 年 ，冼 星

海与鲁迅艺术学院

音乐系教职员合影。

前排左二为冼星海

抱着女儿。

视觉中国供图

作曲家冼星海。 视觉中国供图 《黄河大合唱》歌片。 视觉中国供图


